
书书书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总第１５９期 贵州经济研究 １０３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６３６（２０１２）０４－０１０３－０５；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９；文献标识码：Ａ

试论明朝时期的治黔方略与黔中城镇建设


范　松
（贵州省文化厅，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　要：明朝在贵州境内掀起长达百余年的大开发，为僻处西南一隅多民族聚居的贵州带来了城镇兴建的契机。贵阳、安
顺等黔中城镇的兴起，奠定了其在全省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位。这两座城市的兴盛，又有力地促进了
贵州省境内的城镇建设，推动了贵州尤其是黔中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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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历程显示，春秋战国之际是城市兴起的一个高潮，自此之后，城市的发展相对较为稳定，
主要表现为从早期的草创，向逐渐扩大规模、完善功能方面发展，城市的类型并未出现明显的质的飞跃。直到两

宋时期，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活跃，以“破墙开店”为表征的城镇才陆续在各地诞生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这种变

化相当于城镇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就贵州高原而论，因为僻处西南一隅，历史上虽出现过“鬼方”、“”、“夜郎”等一些强大到足与其他地方

政权比肩的方国，但并不等同于产生了与中原地区同步的城镇。自两汉以后的近千年，因贵州社会生产水平日渐

落后，加上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被纳入封建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城镇的发展便长期徘徊在一种萌芽状态，直

到明朝在贵州境内掀起长达百余年的大开发浪潮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才真正开启较大规模城镇建设的进程。

一、明朝政府的治黔方略

由于地域辽阔，中国历史上城镇形成与发展的道路有着很大区别。如贵州这样的地区，既远离国家政治经济

中心，又深受地形条件和交通的制约，生产水平较中原及其他省区落后，城镇化的兴起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不得

不仰赖于中央政府的决策。

明初的贵州高原并无独立的行政建置，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管辖，实际为上述三省毗邻的边地，由此，

也突出了贵州高原在整个国家政治与军事上的权重。而黔中又是贵州高原的心脏，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直接

牵涉到西南版图的稳固，也是明代中央政府推行治国大计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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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基本沿袭元朝的各种制度，但亦陆续做了很大改动，军事方面的卫所制便是其中之一。为巩固统治，明

政府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冲设立卫所驻军。鉴于明初西南地区的形势，贵州是明政府设立卫所相对较多的地区。

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１２月，“置永宁、贵州二卫及瞿塘关、汉中、阶文三守御千户所。”①


其中的贵州卫治所设于今贵

阳，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贵阳作为贵州高原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

在征讨云南残元势力的战争中，为利于军队调动，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下令建立贵州都指挥使司。
按明王朝的管理体制，中央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

方民、刑、兵之权。贵州都指挥使司的设立，事实上已经隐现了明政府将贵州从湖广、云南、四川三省中分离出来，

构建为省级行政区划的意图。

在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的同时，明朝政府设置了１４卫，其中在贵州境内的有普安卫、尾洒卫、普定卫、黄平
卫、乌撒卫、水西卫。时隔不久，黄平卫降为千户所，平越千户所升格为平越卫。到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撤乌蒙
卫设毕节卫。次年，设五开卫于今黔东南，以后陆续设置层台卫、赤水卫、安庄卫、镇远卫、平溪卫、清浪卫、偏桥

卫、威清卫、平坝卫、龙里卫、新添卫、都匀卫、及贵州前卫、铜鼓卫等卫所，总计２４卫，分属于贵州都司与湖广都
司。万历年间又设置了威远卫、敷勇卫、镇西卫。有明一代，贵州境内共设置有３０卫，１４０余所。有人形容当时的
贵州“诸卫所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田野。”

贵州卫所设置密集程度很高，在“戍兵屯田，就粮自赡”的政策及实行“开中”令纳米给盐的政策下，贵州高原

的大规模屯田终于揭开了序幕。这种制度使汉族移民大批进入贵州。屯军和移民加强了明王朝在贵州的统治，

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推进了贵州历史前进的步伐。贵州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出来，黔中地区农业

生产力也随之大幅度提升。

配合军事上设立卫所、屯田戍边的需要，明政府在贵州大力兴建、扩建驿路，着力改善交通闭塞状况。在明代

修建完善的５条省际驿道中，除由四川叙永经毕节至云南的川黔滇道外，其余４条驿道均以贵阳为始发或终点。
具体为由湖广至贵阳的湘黔驿道，由贵阳至云南的黔滇驿道，由重庆至贵阳的川黔驿道，由贵阳经都匀至广西的

黔桂驿道。上述驿道构成了以黔中地区为中心，通往周边各省的交通干线，进一步确立了黔中地区的枢纽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沿驿道设置的驿站，由于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为人烟稠密，商贸兴旺的

城镇，黔中修文县由龙场驿发展而来便是其中一例。

在军屯的基础上实行“移民就宽乡”，即在官方督导下，由内地和相对发达地区向贵州大规模移民进行屯田垦

荒，是明政府开发贵州的又一重大举措。按照明朝的政策，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类。“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

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②


“移民就宽乡”政策对黔中经济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明政府在贵州实行的“调北填南”，“湖广填四川”

等政策，都属于官方主导的向贵州境内的大规模移民之举。加上从明初开始即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让商人纳米

换取盐引，分销各地，谓之商屯，更对贵州农业与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而“开中”的商人们，往往筑台

堡自相保聚，同样推动了集镇的形成与发展。

人口的大量聚集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是封建城市形成的基础，教育则是确保城市生命延续的重要助力。早

在明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明政府已强调“声教所暨，无间遐迩”，要求贵州各土司“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
“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③



自后，明政府在贵州境内，尤其黔中地区陆续创办了一批卫学、司学、府州

县学、书院和社学，这些不同形式的教育机构，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城镇，对城镇居民文化素质的提

高与城镇本身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明成祖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年）废除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以此为基础，设置贵州承宣布政
使司，布政使司治所设于贵州宣慰司城（即今贵阳市中心城区）。据明万历《贵州通志》载：“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

司：左布政使一员、左参政一员、左参议一员、右参议二员。”④


均各有司职。






　　①《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七十。
　　②《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③《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五Ｏ。
　　④（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省会志·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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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行省建立的历史意义，除此前所论述的诸多方面外，其对贵州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不能不加以

关注。随着建省以后交通的改善，移民、商人、工匠的纷至沓来，极大促进了贵州与中原和其他省区之间的经济文

化交流。而这正是黔中城镇兴起，贵阳省会地位确立，以贵阳为中心，黔中地区为依托，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经济发

展格局形成的动因。

二、明朝时期黔中城镇的发展

古代贵州在地形地貌、交通条件的制约下，长期处于封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边缘。除封建王朝或中央政府

由于某种需要，将贵州问题提上议题外，大多数情况下，贵州都没有被纳入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这是贵

州长期处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因素，也严重制约了贵州城镇发展的进程。

明王朝的治黔方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摆脱历代统治者的思维方式，依旧出于完成大一统的政治目的，

但它将贵州从湖广、四川、云南行省中分离出来，作为第１３个省一级行政区划，建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这对贵州
融入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起到了出乎统治者意料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明一代，贵州高原突现出一股

城镇建设之风。据明（万历）《贵州通志》的记载，从明初至明神宗万年年间，贵州共建城４３座。其中，除省城贵
阳系在两宋时矩州、贵州城，元代顺元城基础上扩建外，其余４２座城镇均为兴建。

明代兴建的贵州城镇中，有的是府、州、县、卫、所的专城，有的是府、卫同城或州、卫同城。明万历以前，属于

府一级专城的有思州、石阡、思南、铜仁４城；属于州城专城的有定番、麻哈、独山３城；属于县城专城的有务川、印
江、永从、施秉４城；属于卫城专城的有威清、平坝、毕节、赤水、龙里、新添、平越、兴隆８城；属于所城专城的有黄
平、普定、关岭、平夷、赤水卫前所、縻泥、阿白撒７城。此外的城镇则属府卫同城或州卫同城，其中，府卫同城的有
都匀府与都匀卫、黎平府与五开卫、镇远府与镇远卫、安顺府与普照定卫等；州卫同城的有镇宁州与安庄卫、永宁

州与安南卫、普安州与普安卫等；属于县卫同城的有清平县与清平卫等。［１］

万历年间的平播战争后，贵州城镇兴建的步伐并未停顿。这一时期新增建的城镇不仅数量较多，建筑格式与

规模亦较之前更显成熟。其中如开州城、广顺州城、安化县城、龙泉县城、永从县城、瓮安县城、余庆县城、湄潭县

城、贵定县城以及敷勇卫城、镇西卫城，遵义军民府所属的真安州城、桐梓县城、绥阳县城且慢威远县城等，都属于

此段时期所修建。

明代贵阳城经历了两次扩建，第一次发生在明太祖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３年）。第二次大规模扩建，发生在明熹
宗天启年间（１６２１—１６２８年）。

洪武十五年的改造着重贵阳内城。重点扩大城的北面，“依山麓为址，即今北城一带，改土为石，周九里有奇，

高二丈二尺。”［２］这次改造后，贵阳共有５门和２道水关。５门分别为昭文门、迎恩门、广济门、振武门和布德门，
两道水关一为南明河，一为城北的水池。贵州建省以后，贵阳城市的发展明显提速，远超省境内其他市镇。到了

明朝中期，作为省会的贵阳已堪称冠盖云集，商旅不绝的繁华都市。是时，城区街道纵横，以今大十字为中心修建

了诸多牌坊、寺观、祠庙、楼台亭阁，除林立于街道两边的商铺外，城内形成了许多集市，其中有三牌坊市、四牌坊

市、谯楼街市、凤宪坊市、小十字街市以及南市、北市等，在长期的城乡交流中，城外的定期集市同样兴旺，著名的

有馆驿前市、十字街市、洪边巷口市、马荣街市等，数量多达十余个。

天启六年（１６２７年）统治当局于北城门外增砌外城六百余丈，设威清、六广、小东、红边４门。老城以外至新
添的４门之间的城区，当时被称为新城。扩建后的贵阳状呈椭圆形。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都指挥使司、贵州
等处提刑按察使司、贵州卫指挥使司、贵州前卫指挥使司、贵州宣慰使司等衙署集中设于城南，城北内外有大型商

业市场１２个，著名的有三牌坊市、四牌坊市、谯楼街市、凤宪坊市、小十字街市、馆驿前市、凤鸣桥市等。市街以大
十字为中心向周边扩展，除东、南、西、北４大街外，更有一街、二街、三街、四街、五街、六街……寺观、祠庙、楼台、
亭阁无不具备。①



经过天启年间的修葺扩建以后，贵阳府城已经与周边省会城市一样建造得较为规范。

安顺在明代的发展较为特殊，却也更能反映贵州城镇兴起的动因。该城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的军事战略定

位。明军征讨云南的过程中，安顺的军事战略地位凸显出来，引起了朱元璋对安顺一带的高度重视。于是，在贵

州尚未建省的情况下，有了将普安、普定、乌撒等土府及安顺、镇宁、永宁等州划归云南行省管辖的决定；有了明安

 　　①贵阳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志·建置志》（内部资料），１９８３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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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侯吴复于洪武十四年在今安顺城区（时为阿达卜寨）筑城之举；更有了先于贵州建省３１年，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
年），即平定云南次年便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等措施。

明政府在安顺的筑城举措，推进了安顺作为黔中核心城镇崛起的步伐。安顺城于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１２月
动工修建城垣，历时３月，于洪武十五年闰２月１７日竣工。清人许缵曾撰的《滇行纪程》一书中记述明初的安顺
城时称：“环市宫室皆壮丽宏敞。人家以白石为墙，石片为瓦”，“提督驻此，以镇盘江。……明初设军民指挥使司，

以襟带三州。”①


足见明代前期的安顺已是黔中地区的贸易、交通中心，有着扼控贵州，抑制云南的重要地位。明政

府曾先后将该城定为普定卫城，升格为军民指挥使司，后又置安顺府。

在安顺城镇发展的进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出于军事上的需求。这一点与明

代贵州众多城镇的兴起有着共性。由于安顺地处黔中腹地，农耕条件相对优越，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着

城镇建设的良好基础，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洪武十五年的兴建如此，其后的历次修葺与扩容同样如此。

三、明朝黔中城镇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

明朝治黔方略导致的黔中城镇建设之兴盛，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奠定

了省会贵阳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二是初步建立起黔中地区在全省的核心统率地位。

经历了明朝前期百余年的大开发，贵州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发展水平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最明

显地表现在城镇的兴起及城镇性质的改变，尤其作为全省首府的贵阳，在这段时期里，逐渐由以军事、政治中心为

主的城市，逐渐向省境经济、文化发展重心的转移。

元明之际，贵州农业生产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地广人稀”，随着明政府“调北填南”措施的推行，大批事实上属

于军事移民的卫所士兵及其家属，被迁到贵州各地。按明代卫所制度规定，每卫士兵５６００人，一人在军，全家必
须相随前往，若每军士的家庭以５口计算，一个卫所设立后，士兵及其家属总计可多达２万余人。在以贵阳为中
心的周边辖区，更是明政府戍守的重点，因而，军事移民的数量十分可观。万历《贵州通志》统计，仅贵州都司所辖

１８卫２所，即有“军户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②


军事移民迁来的大量人口，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劳动力补充，当时留驻贵州的部队与建卫所迁入的军人及

家属，基本上都来自中原、江南、两湖。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远较贵州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更引进了诸多

贵州高原此前未曾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与手工业生产技术。这对明以前相对封闭的贵州而言，在生产观念、生产手

段、生产方式等方面必然产生了冲击。当年军屯开垦出来的田土仅是贵州耕地中的一部分，如果加上民田，则耕

地面积更多。有关文献记载，明初大开发中贵州都司辖境的屯田多达９４．５３２０万亩，到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贵州
布政司所属各司、府、州、县丈量出来的民田超过了１３４．４５万亩。到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仅黔中地区的贵州宣
慰司即有民田３４９６４４亩，贵州军民府则有田１１１８５６亩，两者相加总计达４６１５００亩。黔中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迅
猛程度，从以上民田数即可见一斑。

农业生产的发展对贵阳城市地位的提升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也就是在明代开始，贵阳摆脱了从先秦至

宋元以来只以军事要地引起统治者关注的局面，真正开始发挥一个省核心都会的作用，并引领着全省赶超先进发

达地区的征程。

在交通与通信并不发达的单纯农业经济时代，光靠省城贵阳在省境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省城贵阳的核心地

位确立以后，安顺府所辖地区的发展，与贵阳地区连成贵州腹地，生产力与生产水平均高于其他地区，对全省经济

发展的带动效应得以显现出来，并对省境各地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

明初的安顺（普定卫治）设有普利驿，该驿道为贵阳府经安平驿，过安顺后，西经镇宁州通往云南的主干道。

此外，尚有纳尔里（今普定县）、比喇坝（今织金县）通往大定（今大方县）的驿道；由新添卫（今贵定县）经贵定（今

贵定县旧治镇）、定番（今惠水县）、广顺州（今长顺县广顺镇）、驿马站（今双堡），以安顺为终点的驿道；自镇西卫

（今清镇卫城）经柔远所（今平坝县齐伯）、驿马站（今蔡关镇）、跳蹬场、十二营长官司（今普定县白岩乡），抵达定

南所（今普定县）的驿道，以及其他几条走向不同，由今安顺出发，通往杨武、驿马站等地的驿道。足见，由于某种




　　①（清）许缵曾撰《滇行纪程》，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版。
　　②（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省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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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统治当局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安顺虽然建城不久，交通已堪称四通八达。

伴随着全省经济发展中心地位的奠定，贵阳、安顺等黔中城市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兴旺，各类服务于社会发展

的机构与建筑陆续诞生，尤其在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得到了突出的展示。此时，黔中已成为与周边湖广、云南、

四川商业贸易主要交易市场，而省内其他地区的物资亦有相当数量在此集散，官户、民户、军户、匠户纷纷向此云

集，商业也因之兴盛。

佛教传入贵州最早在黔北的思、播一带。入明以后，由于贵阳省会地位的确立，黔中佛教传播迅速扩散开来。

当时，建于省城内的大兴寺，元代已修建完成，名为精舍。永乐年间建省以后，设贵州宣慰司僧纲司于寺后面。以

后，城内的佛寺不断增多，城南一带建有万寿寺、黔明寺、准提庵，城北新建有铜佛寺，城外则建有东山寺、水月寺

等。当时，佛教的传播不仅限于省城附近，远郊地区的集镇与农村也兴建了不少寺庙，如青岩堡建有龙泉寺、凤凰

寺、狮子山寺，新贵县境建有来龙寺、朝阳寺等。

道教虽然于宋朝已传入贵州，但在黔中地区的传入时间为元代，发展则是在明朝。明正统十三年统治当局在

贵阳设置道纪司，作为省内专门管理道教的机构。大道观发展到“常住有田，闻教有器，讲馔有席，居寝有所，以至

台榭花木，园林蔬果无不有焉。”①


其后兴建的崇圣观，贵阳市郊的雪涯洞、仙人洞，定番州的真武观、东岳观等，都

是道教传播的产物。在贵阳道观的引领下，省内府州县及卫所也纷纷建造宫观，一时间，道教在贵州境内外内的

传播显得异常兴旺。

黔中王学的诞生与发展，是明代贵州文化领域的一大成就，王学的兴盛推动了城市文化的进步。除有名的

“龙场悟道”及他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外，创办了龙冈书院，开课授徒，应贵州提学副使毛科及其继任者席书

的邀请，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为贵州培养了众多人才。他提出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规定，对

贵州民风的开启，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王学弟子与再传弟子中，不少成为闻名遐迩的封建

文人，促进了贵州文化的发展。

明代贵阳地区的教育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进步。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朱元璋即令入京朝谨的贵州宣慰
使安的，返乡后创建贵州宣慰司学，并为其选派出学官，这是明代贵州的第一所司学，也是明政府在贵州发展教育

的首举。以后，贵州境内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府、州、县学与卫学迅速得到发展，进而使明代变成为贵州历史上学

校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建省以后，贵州教育的发展步伐加快。明代贵阳府境内的著名书院有魁山书院、中峰书

院、文明书院、龙冈书院、阳明书院、正学书院等。

综观明代黔中城市的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除元明之交大规模军事行动对其地位的提升外，明政府

在贵州的统治建立后，中央王朝在贵州的建省举措以及在贵州开展的长达百余年的大开发，从经济方面进一步促

进并稳定了贵阳、安顺作为贵州全省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位。而这两座全省中心城市地位的奠定，商

业的繁荣与兴盛，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省境内的城镇建设，推动了全省尤其是黔中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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